
中国“民工潮”的历史考察

池　子　华

　　内容提要:“民工潮”是近年来用以表述农村人涌入城市或沿海经济高速发展地

区务工的词语。这种农村人涌入城市或改业工商却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 ,即在中国

也并不始于本世纪 80年代 ,而是始于上个世纪中叶 。本文借用“民工潮”这一词语 ,

描述了近代历史上的类似现象及前人的不同观点 、主张 ,认为这对今天的研究和今天

在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制度选择上 ,是可引人深思的。

一 、早期“民工潮”的量化分析

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 ,工业的发展 ,使“耕夫织妇弃其本业 ,而趋工场 ,必然之势也”(彭泽

益 ,1957 ,第 232页)。那么 ,在近代中国 ,“离村”农民中究竟有多少是务工人群 ?晚清时期由

于缺乏统计资料 ,我们无法给出确切的数字 ,但类似“江海通商 ,食力之民 ,趋之若骛 ,每月工资

至少数元 ,以养妻孥 ,绰有余裕 。农民终年力作 ,催科峻急 ,不免饥寒 ,咸思舍耒远游 ,几有万一

之获”(陈炽《续富国策》第 1卷 ,“讲求农学说”);“中国工人伙多 ,有用之不竭之势。所得区区

工价 ,实非美国工人所能自给 。上海如此 ,他处尤为便宜 ,盖该口工价已较内地丰厚 ,致远方男

女来谋食者日繁有徒 ,虽离家不计也”(“中国纺织缫丝情形” ,《时务报》第 32册 ,第 19页)等记

述 ,见之于文献的确不在少数 。

进入民国时期 ,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几度获得较快发展 ,通商口岸 、商埠 、自行开放的口岸

城市不断增多 ,外资 、合资企业大量兴办 ,城市近代化进程加快 ,近代交通的进步以及自然经济

体系的断裂 ,农村破产程度加深 ,推拉合力增大 ,类似今天“民工潮”的现象日见显现。一些统

计和调查数据 ,为我们今日的研究提供了可供对比和参考的重要材料 。

20年代 ,日本学者田中忠夫根据江苏仪征 、江阴 、吴江 、安徽宿县 、山东沾化 、直隶遵化 、唐

县 、邯郸 、盐山 、浙江萧山等地有关农民离村情况的调查 ,推算出中国中部“离村率”为 3.85%,

平均每村离村人口为 9.1人;北部“离村率”为 5.49%,平均每村离村人口为 13.8人(田中忠

夫 ,1934 ,第 111—113页)。但这些离村人口中 ,有多少属于务工人群 ,则不得而知。

30年代 ,据 1933年对察哈尔 、绥远 、宁夏 、青海 、甘肃 、陕西 、山西 、河北 、山东 、江苏 、安徽 、

河南 、湖北 、四川 、云南 、贵州 、湖南 、江西 、浙江 、福建 、广东 、广西等 22省的广泛调查 ,统计出

“有青年男女离村之农家”共3 ,525 ,349家 ,占报告各县总农户的 8.9%(《农情报告》第 4卷第 7

期 ,第 173页),“离村率”较之 20年代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这份资料是综合国民政府实业部中

央农业实验所几千名分布在各地的报告员的上报材料得出的 ,虽然未将辽宁 、吉林 、黑龙江 、蒙

古 、西康 、西藏 、新疆等地离村情况统计在内 ,但仍具有普遍意义 。离村率激增 ,只能说明推力

加强 ,并不能用以解说外出务工现象本身 ,因此 ,还必须作进一步考察 。据农业实验所 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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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类统计 , “青年男女离村”到城市工作 、谋事的单身农村人 ,合计占 22省上报各县全部离村

人口的 47.8%,几乎占到一半 ,其余为到城市求学 、到别村作雇农 、到垦区开垦等项 。各地农

村人“进城率”的差别不是十分显著 ,苏 、浙 、粤略高 ,超过 50%(《农情报告》第 4 卷第 7期 ,第

178页)。我们无法统计出历年全国离村人口总数 ,即以上述 1933年 22省抽样资料而论 , “有

青年男女离村之农家”共3 ,525 ,349家 ,如每家只有一人在外务工 ,则来源于农村的工人数也在

150万人以上 ,而调查范围不到各县总农户的十分之一(8.9%),如果我们把另外十分之九强

估计在内推算 ,来自农村的工人数当在 1500万左右。另 ,1934年英人戴乐仁在中国社会问题

讨论会的年会上 ,发表意见认为 ,中国“十五岁至五十五岁的农村人口 ,每年至少有五千五百万

人是失业的(彭泽益 , 1957 ,第 747页)” 。如果这个估计与事实出入不是太大 ,那么 ,当年能在

农村地区实现就业人数当不会超过 4000万。因此 , 1500万大致可以确定为 20年代末 30年

初“民工潮”的基本面貌。至于非常时期如抗战时期以及 20年代末以前的情况 ,我们无法窥其

全豹 。历年情况不尽相同 ,但最保守的估计平均也应在百万以上 ,由此不难想像近代“民工潮”

规模之巨大了。

二 、动机和特征

农村人进城务工 ,虽然动机各不相同 ,但经济利益无疑是第一位的。城市是工商业中心 ,

有着更多的从业机会 ,如费正清所说:“城市需要廉价劳动力用于开动纺纱机或拣选烟叶 ,或用

于制造火柴 、面粉 、罐头食品 、水泥和其他批量生产的商品的工厂之中。这些通过新建的铁路

和汽船而能够得到的就业机会为那种封闭的农民生活提供了另外的选择 。”(费正清 、赖肖尔 ,

1992 ,第 449页)农民向城市聚集 ,无非是想谋得一份职业 ,这是显而易见的 。

随着城市近代化的勃兴 ,工农收入的差距拉大 ,如下表所示 。利益趋高机制 ,不能不令“食

力之民 ,趋之若骛”了 。农民出租小块土地 ,索取收成的一定比额为酬 ,然后合家趋城 ,实现发

财致富之梦者 ,颇不乏人 。

　表 1　 江苏城市与农村月工资比较 (单位:元)

城乡别 上海 武进 无锡 无锡 吴江 南通 当地农村平均

行业别 制革 棉织 棉织 榨油 丝绸 榨油 碾米 雇农

供食工资 30 14 18 8.4 9 9 6 6.8

不供食工资 60 18 27 23 12 19.8 12 10.1

　　资料来源:《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4年创刊号。

惑于都市文明而盲目入城 ,企图摆脱农村单调无味生活者 ,也不在少数 。如湖北孝感 ,“乡

民因农村生活艰苦 ,羡慕都市繁荣 ,离村外出者 ,亦日渐加多 。所去之处 ,以汉口为多(章有义 ,

1957 ,第 901页)” 。又据 1929年“一千四百余游民问话的结果”统计 ,这些游民在未经收容以

前之职业:无职业者 310人 ,小工 328人 ,小贩 215人 ,退伍兵 138人 ,店伙 130 人 , “而最值注

意者则有农夫五三人 ,询其故 ,无非艳羡都市文明 ,欲向都市中讨生活 ,结果仍无所获(“一千四

百余游民问话的结果” , 《社会月刊》第 1卷第 4号 ,第 4页)。说明这种动机是存在的 。

如果说农村人进城有一定盲目性 ,亦为“民工潮”一个特征 ,那么 ,近代“民工潮”至少还有

值得注意的两大特征。其一是季节性 。在镇江 , “每年冬天总有大批由苏北和山东省来的穷

人 ,前来寻求工作 ,但是到了春天 ,他们就回去耕作 。这种人每年有四千至五千人。(《海关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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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报告 ,1912—21年》第 1卷 ,第 386页)”这种情况 ,各地如此 ,不独镇江为然。如广东惠阳第

八区十分之一的农民 , “都趁着农闲时赴香港做季工”(陈翰笙 ,1934 ,第 64 —65 页);河北盐山

“单身男子 ,于无业时期 ,即出外工作。通常咸于秋收之后 ,赴天津或附近各处 ,寻觅短期工作

……至翌年农事方兴时 ,复回家从事农业 。”(卜凯 , 1933 ,644页)再如四川长寿县 1933—35年

前往重庆的务工人数如下表。显而易见 ,春 、冬季节农村人外出的数目远多于夏 、秋两季。这与农

业生产的季节性是吻合的。农民每当春耕 、秋收后 ,便大批涌入城市 ,形成“民工潮”的季节性特征。

　表 2　 四川长寿县前往重庆务工人数 (单位:人)

季节　

　　　　　　人数　
　年度　　　　　

春 夏 秋 冬 合计

1933 537 219 182 567 1505

1934 574 320 211 593 1698

1935 695 379 321 782 2177

　　资料来源:《农村经济》第 2卷第 8期 ,第 85页。

其二是自发性。虽然有不少厂矿以农村地区招募工人 ,如天津模范纱厂工人“不是在天津

招募 ,而是全部在离天津三十至五十里的津浦 、京奉铁路附近的村落里招来的”([日] 《支那经

济会志》第 18卷 ,第 727页)。虽然也有许多来自农村的工人是经朋友 、同乡 、亲戚 、家庭介绍

而来 ,但自发性的特征是明显的 ,特别是推力强劲之时 ,这种特征更为突出 ,如“高田租促成农

民离村。由江北到上海谋事之农民 ,仅在上周内(一九三五年十月初旬),已达二千余名。离村

之主要原因 ,为内地田租过高”(《国际劳工通讯》1935年第 14号 ,第 73页)。由于农村经济经

常性严重衰退 ,成千上百万农民强制性离村 ,自发涌入城市“找工谋生” ,形成“民工潮”自发性

特征 。除此而外 ,由内地往沿江沿海中心城市聚集也格外引人注目 ,限于篇幅 ,不赘 。

三 、结构及职业状况

关于农村进城务工群体的年龄 、性别构成 ,缺乏系统的统计数字。仅据已有的材料来看 ,

广西永淳等四县 24 村离村者年龄分组统计:15—19岁占 6.59%, 20—24岁占 13.92%, 25—

29岁占 22.71%, 30—34岁占 23.08%, 35—39 岁占 14.29%, 40—44岁占 8.79%(孙本文 ,

1946 ,第 56页)。可见年龄在 20—40 岁之间者为最多 ,几乎占 75%。又据李景汉的调查 ,在

1338位被调查者中 ,年龄构成如下:

　表 3　 农村工人年龄分布

年龄 人数 百分比 年龄 人数 百分比

15 岁以下 3 0.22 45—49 岁 187 13.98

15—19 岁 33 2.47 50—54 岁 137 10.24

20—24 岁 136 10.16 55—59 岁 39 2.91

25—29 岁 183 13.68 60—64 岁 29 2.17

30—34 岁 240 17.94 65—69 岁 6 0.45

35—39 岁 168 12.56 70 岁以上 5 0.37

40—44 岁 172 12.86 总　　计 1 , 338 100.00

　　资料来源:《申报月刊》第 4卷第 12号 ,第 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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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大体上反映出来自农村的工人的年龄构成:20岁至 49岁离村的农民占 71.28%。也

就是说 ,青壮年 —农村主要劳动力 —农业生产的中坚 ,为“民工潮”的主流。而在“民工潮”中 ,

一般来说男性居大半 ,有的地方可达 80%以上 ,而女性不到 20%(冯和法 , 1933 ,第 675页)。

农村外出务工者以青壮年为主 ,也与其从事的职业相关 。由于他们的综合素质较低 ,所能

选择的大多是既苦又累的职业 ,如建筑行业 、码头工人 、车站脚夫 、黄包车夫 、差役 、厨役 ,以及

筑路 、开矿等 ,非有强健的体力是不堪重负的 。至于女性 ,则以从事服役性职业和纺织厂工人

居多 。因此“苦力”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近代的农村外出务工者 ,尤其是男工的代名词。而真正

为产业部门所吸收的农村人则有限 。下表是 1933年河南许昌 、辉县 、镇平三县十五村离村农

民的职业情况:

　表 4　 三县十五村离村农民职业

县名 辉县 许昌 镇平

雇农 人数 23 15 15

百分比 54.77 17.86 20.55

小贩及苦力 人数 4 15 15

百分比 9.52 17.86 20.55

军役及团丁 人数 4 21 7

百分比 9.52 25.00 9.59

手工业者 人数 5 13 13

百分比 11.91 15.47 17.81

产业工人 人数 2 — 1

百分比 4.76 — 1.37

其他 人数 4 20 22

百分比 9.52 23.81 30.13

总计 人数 42 81 73

百分比 100.00 100.00 100.00

　　资料来源:农村复兴委员会《河南省农村调查》 ,商务印书馆 1934年版 ,第 65页。

上表仅仅是民工职业状况的一个侧面 ,如除“雇农” 、“军役及团丁” 、“其他”一部分不计 ,总

计约为 100的农村外出者中 ,只有 3人为产业工人 ,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的近代化步履蹒跚 ,吸

溶力有限 ,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农村人外出择业的地域差异 ,如在江苏宜兴 , “附城乡村 ,颇有入

城进工厂作工者 ,甚有往苏 、沪 、锡等埠在纱厂纺织者 ,此亦以生活所迫 ,使其不得不如此也 。

统计全县由农妇变成工人者 ,可达六千之数”(徐方千 、汪茂遂 ,第 89页)。这种择业的地域差

异 ,表现得特别突出 ,同是江苏 ,苏南苏北相去天壤 。苏南自不待言 ,而苏北的农村人在江南城

市 ,从事的多属“粗贱职业”(池子华 ,1994 ,第 62页)。另外 ,“帮口”盛行 ,更强化了农村人外出

从业的地域差异 ,如上海纱厂 , “劳工的出身地极不统一 ,就中 ,上海附近和安徽省等地外出觅

生者最多 ,而技术人员及汽缸工则多为广东或宁波人。他们多年积习相沿 ,结成一种帮口 ,藉

谋保护和增进相互的利益;这在纺织公司的劳动者中也是盛行的 。”(《支那经济全书》第 11辑 ,

第 444页)

在各行各业中 ,几乎都有类似“帮口” ,如上海码头就形成各种帮派势力:黄浦江两岸的肩

运扛运大部分属于苏北帮和湖北帮 ,轮装多数是广东帮 ,而堆装则以宁波帮为主(《上海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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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 1979 ,第 276页),如此等等 ,不一而足。“帮口”的盛行 ,使“民工潮”的职业分流 ,具有明显

的“专业化” 、“地域化”色彩 ,这是近代农村人外出谋职流向上的一大特点。另一个特点则是职

业的不确定性 ,招之即来 ,挥之即去 ,所谓“劳动人口之流动性 ,乃有如弱水 ,决诸东则东流 ,决

诸西则西流 ,其所取决者 ,资本家之迎拒也”(马超俊 , 1942 ,第 78页),就是对这种状况的形象

解说 。

四 、多元复杂的影响

“民工潮”的潮起潮落 ,无论对城市 ,对农村 ,还是对整个社会 ,都产生深刻而复杂的影响。

农村人进城 ,其正效应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 ,农民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个主要来源 ,他们

流入城市 ,为产业预备军 ,随时可能为工商部门所吸收 。廉价的劳动市场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发

生的必要条件 ,农村人大量涌入城市 ,正好满足了这一需要 。其次 ,加速城市近代化进程 。中

国城市的近代化和人口的城市化是同步的 、互为因果的 。1852年上海人口不过 50余万人 ,但

到 1949年增至近 550万人(邹依仁 ,1980 ,第 90—91页),单靠人口的自然增长 ,近百年时间上

海能成为拥有 500万以上庞大人口的第一大城市 ,是难以想象的。天津在 20 世纪初至 1928

年 ,每年平均有三万人流入 ,占当时年均城市净增人数的 95.86%,也“说明了迁移人口激增是

天津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张利民 ,第 89页)” 。再如清末民初 ,江苏县城人口为 9.7%,

江南为 10.8%,1919年县城人口增至 19%,达到全国最高水平 ,这种局面的出现 ,正是“走向

现代化较快的结果”(王树槐 ,第 490页)。再次 ,城市的集中具有聚集着社会前进的历史动力

的历史进步意义 。由于农村人来源地不同 ,他们杂处一起 ,必然带来人际交往范围的扩大 ,加

上城市文明的影响 ,使他们的思想 、行为等越来越远离传统的约束。这是进步的 。如列宁所

说:“与居民离开农业而转向城市一样 ,外出做非农业的零工是进步的现象。它把居民从偏僻

的 、落后的 、被历史遗忘的穷乡僻壤拉出来 ,卷入现代社会的漩涡中 。它提高居民的文化程度

及觉悟 ,使他们养成文明的习惯和需要”(《列宁全集》第 3卷第 527页)。另一方面 ,作为文化

信息的载体 , “回流”农村人成为城市文明普及于农村的中介 ,他们“输入新思想” ,给封闭的乡

村带来新鲜空气 。最后 ,也给根深蒂固的宗族制度以有力的冲击。农村聚族而居 ,本“有阻止

移住他乡即离村的机会” ,但因“各种生活上的压迫 ,强大的宗法制度的威力 ,已被蔑视 ,家庭散

居四方 ,农业劳力组织的基础的大家族制度 ,已渐渐地弛缓崩溃了。”(田中忠夫 ,第 15页)大家

族制度的渐次崩解 ,旧的家庭制度随之发生裂变 ,“随着赚取工资的子弟们和妇女们在财政上

获得自主地位 ,家庭不再是一个控制个人的 、自给自足的经济和社会单位 。相反 ,在城市劳动

力市场上起作用的是非个人的 、具有普遍性的机能而不是地位或特定的亲属关系的机能 。在

拥挤的贫民窟和血汗工厂中 ,新的价值观开始形成 ,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工厂工人的数目开始缓

慢地增加 。”(费正清 、赖肖尔 , 1992 ,第 449 —450页)群体意识 、政治意识逐渐形成。

但农村人进城的负面影响显得更为突出 。前面说过 ,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主要是农村凋敝

的产物。农村经济的衰退 ,驱使农民大量逃脱农村流入城市 ,而工业部门又难以吸收 。第一次

世界大战期间 ,中国民族工业进入它的“黄金时代” ,但就在此时 ,产业工人也才有 260万人 。

此后 ,民族工业一蹶不振 ,不仅不能“容纳此多数而源源不绝之农民(房师义 ,第 754页)” ,连产

业工人也随时有失业的可能。民族工业得不到充分发展 ,引起连锁反应 ,商业疲软 ,城市化进

退维艰。这样 , “民工潮”逐渐被扭曲 ,发生“病变” ,并成为多种社会病的总源头 ,其中 ,“城乡并

发症”尤为突出 。就城市方面而言 ,农村人盲目地大量地涌进城市 ,首先给城市造成很大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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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城市病”由此而起 ,住房短缺 ,他们即在各城市市区及市郊搭建临时性的栖身之所 ,以致于

棚户比比 。以上海为例 ,据有关单位的调查 ,到上海解放时止 ,全市 200户以上的棚户区即达

322处 ,加上大量散布于各处的零星棚户 ,总数约在 20万户 ,居民近百万人(《上海棚户区的变

迁》 ,1962 ,第 7页)。截至 1949年 ,南京棚户区有 309 处之多 ,计有房屋 1.9 万余幢(蒋伟国 ,

1993 ,第 29页)。此外 ,交通拥挤 ,供求失衡 ,物价飞涨 ,治安混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也普遍存

在于各大中城市 。其次 ,农村人大量涌进城市 ,虽然造就出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所需的产业预备

军 ,但另一方面对劳动市场产生强大的冲击波 ,劳动力的供给可以说始终超过需求 ,由此引发

了一系列无法解决的问题 。《布莱克本商会访华团报告书》说:“普通小工工资水平的任何大的

改变 ,一定是缓慢的 ,因为 ,在职工人本身将感到千百万能力和他们一样强的廉价工人群众的

压力。”(《布莱克本商会访华团报告书》 , 1896-1997 年 ,第 8—9 页)同时 ,大量产业后备军的

经常存在 ,使资本家感到采用新机器并非迫切需要 ,因为“使用机器的界限就在于:生产机器所

费的劳动要少于使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马克思:《资本论》1卷第 430 页)。”中国的民工大军

涌向劳动市场 ,沉淀 、堆积 ,大大超出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要求 ,使用人工比使用机器合算 ,这

就不能不打消资本家改善生产经营条件 ,提高近代工业技术有机构成的积极性 。如上海码头

的搬运工人 ,只有自备的杠棒 、绳子和一块搭肩布。这从一个侧面说明 ,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

在 ,又往往成为城市近代化 、工业化的障碍因素。其三 ,近代工商业得不到充分发展 ,城市近代

化步履维艰 ,无法吸收庞大的农村外出谋职者队伍 ,致使他们不得不通过各种途径选择各种各

样的职业 ,造成人口职业结构的畸形。根据上海大统路 425 弄(蕃瓜弄棚户区的一部分)202

户的调查资料 , 16—45岁的劳动力共 404人 ,其中有 142人失业 ,占总人数的 35.15%;186人

拉人力车 、三轮车或做流动小贩糊口 ,占 46.04%;只有 76人在工厂作工 ,占 18.81%。并且 ,

在这 202户中 ,有 91户全家无人在业 ,占总户数的 45%,他们只能以拾荒 、乞讨度日(《上海棚

户区的变迁》 ,1962 ,第 14页)。总之 ,服务性行业占相当的比重 。在畸形的职业结构中 ,所谓

“下等职业”诸如娼妓 、跳舞 、按摩 、理发 、擦背 、打脚 、招待 、看相 、算命 、测字等职 ,至为发达 ,如

周谷城先生云:“苟有熟悉都市生活者 ,当可举出几百种来。”(周谷城 ,1988 ,第 312页)其四 ,造

成严重的性比例失调 。据 1933 年《中国经济年鉴》统计 , 1928 年城市男女性别构成天津为

161.9∶100 ,北京 153.5∶100 ,广州 153.5∶100 ,汉口 155.1∶100 ,南京 164.8∶100。由此可见一

斑。此外 ,农村人大量盲目流入城市 ,还造成城市犯罪率增高 、盗贼充斥 、帮会肆行 、流氓遍布

等社会问题。

农村人大量涌入城市 ,也对农村经济社会产生极深远的影响 ,这是“城乡并发症”的另一个

方面 。在“民工潮”中 ,精壮劳动力是主流。精壮劳动力的流失 , “对于农村不仅减削生产力 ,而

且因此失去优秀人才以为农村改进之基本(吴至信 ,第 98页)” 。因精壮劳动力流失造成农工

缺乏 、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情况普遍存在于全国(参见章有义 , 1957 ,第 2辑第 650页 ,第 3辑

第 903—904页)。大批农民特别是精壮劳动力被迫逃脱农村 ,也给土地的开发利用带来严重

后果 ,农田弃耕 ,荒田增加 ,为“离村后之必然重要影响之一(吴至信 ,第 97页)” 。据日本东亚

同文会出版的《中国年鉴》所载 , 1914年 ,全国荒地面积已达358 ,236 ,867亩 ,而到 1918年时 ,

则已增加到848 ,935 ,784亩了。又据农商部统计 , 1922 年全国荒地面积计为896 ,216 ,784亩 ,

占全国耕地和园圃面积的半数以上(总面积为1 ,745 ,669 ,003亩)(董汝舟 ,第 15 页)。30年

代 ,“荒地面积仍在增涨之中(国民党政府主计处统计局 , 1941 ,48页)” 。近代以来 ,人多地少

的矛盾始终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而另一方面 ,各地农民大量“远逃 ,荒田无人种者太多(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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谟 ,1935 ,第 69页)” ,造成影响深远的社会问题。农村人的流入流出 ,还造就出一大批政府无

法控制的流动人口 ,也使政府的田赋征收额大打折扣 ,有地无粮现象从晚清到民国始终存在着

并且日趋严重 ,这主要是农民大量逃脱农村造成的(程树棠 ,第 90页)。当然 ,农民离村进城 ,

对于农村经济不是毫无有利影响 ,农村人在外务工有所储蓄 ,至少可增加农家收入 ,贴补农村

经济的出超。但在被扭曲变形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 ,谋生维艰 , “逃荒失业各地皆然 ,

殊未足以言农民离村之利也(吴至信 ,第 98页)”。其积极影响是有限的。

五 、可贵的探索

城市引力过弱而农村推力强劲 , “民工潮”因此被扭曲 ,成为困扰近代中国的一大社会问

题。要解决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 ,需要动用整个社会的力量加以调节与控制 ,寻出合理的方

案。近代关于解决农民问题的方案多种多样 ,如薛福成提出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以解决“人满

为患”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条件清政府提出“振兴农业”的口号作为鼓吹“维新变法”

的主要内容 ,以期农民“安居乐业” ,还大力推广“工艺”事业 ,为无业失业的劳动人口拓广谋生

的路途;国民政府为让农民重新回到土地上作出种种努力 ,但均收效甚微 。“中国农民离村问

题之所以严重 ,谁都不能否认是由于农村问题而牵连到整个社会问题的 。”(浩平 , 1933 , “绪

言”)因此 , 30年代随着农村经济濒临破产 , “中国农村的出路在哪里”的呼声喊遍了全国 , “农

村复兴”运动由此而兴起 ,教育的 、经济的 、政治的“出路”方案纷纷出台 ,并进行种种实验 ,推起

一股“中国农村建设运动”的浪潮。在众多“方案”中 , “第三条路”理论和“重工”理论与民工问

题或者说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最为直截 ,也最值得抽出来加以审视 ,求其“合理”内核。

“第三条路”也即农村工业化道路。农村工业(当时又称乡村工业 、乡土工业 、家庭工业)相

对都市工业而言 ,有其特定的含义 。如费孝通先生所言 ,都市工业和乡村工业“在这个时代是

大规模机器生产和小规模手工生产的分别”。手工生产是农村工业的特点 ,从经济功能上看 ,

可以说是“在农闲基础上用来解决生计困难的工业” ,(费孝通 1988 ,第 285 、295页)是一种“副

业”经营形态。既名“工业” ,当然不会排斥机器的使用 。

主张农村工业化最力者 ,当推著名经济学家郑林庄先生 ,他在 1935年 1月发表了“我们可

走第三条路”的文章(见《独立评论》第 137号),最终使“第三条路”成为引人注目的理论流派 。

他认为 ,中国不宜立即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 ,而“应该有个过渡时期来做引渡的工作 。换

言之 ,我认为我们所企望的那个工业经济 ,应该由现有的这个农业经济蜕化出来 ,而不能另自

产生 。因此 ,我们现在所应急图者 ,不是吴(景超)先生所主张的如何在农业之外另办都市的工

业 ,而是怎样在农村里面办起工业来 ,以作都市工业发生的基础 。”在他看来 , “挽救目前的经济

危机乃在失业与无业问题的解决———换言之 ,乃在为无业者开辟工作的机会上。”都市工业虽

也同样可以增加工作 ,但现代的工业重在机械的利用 ,吸收民工有限 ,非一时所能办到 。农村

工业则不然 ,它是在每个农家里 ,或乡村工厂中 ,集家人或乡民共同参与 ,不需要大量资本 ,而

且注重过剩劳力利用 ,兴办较易 ,设立较快 , “如此 ,在农村里面有了农业与工业相并进行 ,失业

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

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角度而言 ,发展农村工业 ,应该是一种选择:可以解决剩余劳动人

口的出路问题 ,可以减轻民工对城市的冲击 ,可以补充农家收入之不足 ,可以为农村走出传统

创造条件……。问题是如何兴办农村工业? 如何将农业与工业熔为一体? 理想的农村工业在

当时有没有实现的可能? 资金问题 、技术问题如何解决? 农村工业产品有无竞争力? 均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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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令人信服的答案 。事实上 ,在当时 ,所谓“农村工业化” ,只能喧腾于报章杂志 ,即便个别地

方作过“实验” ,也收效甚微。这是因为 ,“农民贫困已极 ,副业之兴 ,有赖资本 ,农民谋衣食之不

逞 ,安有余赀以兴业? (“倡导农村副业问题” , 《农业周报》第 3卷第 14期 ,第 284页)” ,此其

一;农村工业立足于农村 ,特别是原料的供应 ,惟农村是赖 ,这就决定农村工业的发展以农业经

济的发展为前提 。在农业经济破产衰退的前提下去走农村工业化之路 ,只能是梦想 。此其二 。

其三 ,当时提倡的农村工业是以手工劳动为特征的 。与传统的家庭手工业有许多相似之处 ,传

统家庭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倾销下的悲惨命运不待言可知 。如果把现代机器引进农

村 ,开办合作工厂 ,情形如何? “江村”模式证明 ,恰恰造成突出的“失业”问题(费孝通 b , 1986 ,

第 163页)。由此可见 ,在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 ,“农村工业”面临的是两难境地。

与“第三条路”不同 , “重工”理论的着眼点则在城市 。

重工派以吴景超 、陈序经 、袁聘之 、张培刚等人为代表 。其理论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出

发 ,特别强调“都市集中”(农民进城)的时代意义。吴景超在《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及《都市社会

学》的著作中多次论及 ,中国人口之大病 ,病在大多数人口皆集于耕种之一业 ,要改变这种状

况 ,就应该“提高中国的工业 ,以及与工业有关的矿业 、商业 、交通业 ,换句话说 ,发展中国实业 ,

创造中国的都市 ,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 ,以及一切游手好闲的人 ,到都市中去寻生活 ,乃是救济

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方法……所以中国如能在十八省中发达实业 ,过剩人口问题 ,不难解

决。都市膨胀 ,便是实业发达的象征。欧美的往事 ,可以为鉴 。我们对于中国人口的集中都

市 ,不必大惊小怪。这是势所必至 ,理所必然 ,可欢迎而不必畏惧的。”(吴景超 , 1929 ,第 45—

47页)其他重工派人物也都认为 ,要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 , “非步英日德比等国的

后尘而实行工业化不可(罗荣渠主编 ,1990 ,第 880页)” 。

但吴景超等的重工理论 ,只能是一种理想 ,金轮海在对重工理论进行批评时 ,尖锐地指出 ,

“在帝国主义控制之下的中国 ,欲发展工业 ,开展国民经济 ,那是件不容易的事。所以干脆的说

在没有扫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毒焰以前 ,民族工业的发展 ,真难乎其难的。”(金轮海 , 1937 ,第

439页)

重工派理想既有一定的空想性 ,又具有一定的现实性。相对于近代中国的现实而言 ,它是

空想的。但重工派着眼于世界大势 ,描绘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蓝图 ,这一点应加以肯定 。而

且 ,近代中国的现实表明 ,工商业发展的速缓与吸收农村剩余劳动人口数量的多寡是一致的 ,

如果没有外部条件和内部环境的制约 ,充分发展城市工商业 ,充分吸收“逃脱农村”的民工 ,进

而实现社会经济的转型 ,并不是没有可能的。当然这只是推论。

六 、余　论

农村人进入城市务工问题 ,归根到底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根据中国的国情特

点 ,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要让农民回到土地 ,使“耕者有其田” ,这是第一步。中国共产党为此作

出了不懈的努力 ,1952年终于基本实现这一目标。但让农民回到土地上 ,只能是一种过渡形

态 ,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才是最终目的 ,这是第二步 。农业从业者在就业总人数中的比

率不断下降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总趋势。中国要实现国民经济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的目

标 ,也不能例外 。如果说让农民回到土地上是一场伟大的革命 ,那么 ,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

来 ,同样是一场伟大的革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这第二大步迟至 80年代才开始启动 ,其标

志就是“民工潮”的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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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潮”的重新泛起 ,并非历史的延续 ,也并非与历史绝无联系 。

农村经济的衰退可以引发“民工潮” ,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样可以引发“民工潮” 。80年代

“民工潮”的泛起 ,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成果 ,这与近代中国历史上涌起的“民工潮” ,当然

不能同日而语。但是近代中国并没有完成社会转型 ,农业走出传统 、农村工业化之梦 、城市工

商业充分发展的理想 ,理所当然要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来实现。

“民工潮”由于多年积压来得太凶猛 ,也由此引发了许多曾相识的负效应 。随着“民工潮”

的持续 ,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许多矛盾暴露无遗 。如何完善劳动力转移机制 ,成为社会各界

关注的焦点 ,而近代中国有关经验教训 ,我认为也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这里总结三点:(1)

“第三条路”在近代中国没有走通 ,但并不是说“农村工业化”本身有什么重大缺陷。在农业中

国 ,要实现农业劳动人口的转移 ,实现农业自身的转型 ,实现农村的城市化 ,“农村工业化”是必

由之路。现在隆兴的“乡镇工业”就是农村工业化的一种形式 ,事实证明 ,也是解决农村剩余劳

动人口出路的较好办法。从这一点来看 ,近代农村工业化的鼓起 、所作的失败的尝试 ,是有价

值的 。目前所搞的农村工业化 ,应该说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资金 、技术 、人才 、管理方式 、经营方

式等等 ,都存在着缺陷 ,那么 , “理想的农村工业”究竟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征 ?这是一个值得

提出来加以研究的重大课题。(2)重工派的理论在近代中国没有实现 ,但其结论并没有错 。要

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必须发展城市工商业 ,这是人口城市化 、农村城市化的客观要求 ,是

“势所必至 ,理所必然”的 。现在如此 ,将来亦然 ,直到完成经济社会转型。这也是一般人的共

识。值得注意的是 ,重工派所憧憬的并不是低水平的城市化 ,而是更高程度的城市化 ,按照吴

景超的话说 , “需要更深的都市化。”(吴景超 , 1937 ,第 115页)因此 ,我认为 ,“充分城市化”应该

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充分发展城市工商业和第三产业 ,充分吸溶源源不绝的进城民工 ,并逐

渐使其完成非农化的转变过程 。(3)从流向上看 ,近代 、当代民工主要流向基本一致 ,即“东南

流” 。近代东南沿海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近代工业化格局至今并未有多少改观 ,这是造成民工

不合理流动的基本原因。“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平衡的分布 ,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的条

件。”(恩格斯《反杜林论》)由此得到一点启示:城市尽可能平衡 、合理的分布 ,是调节民工合理

流动 、消灭城乡差别 、实现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的必要条件 ,因此 ,我国现行城市化政策似

乎应当有所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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